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２０２２年 第１期

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生成机制探究:
基于利益传递的视角

∗

魏　涵∗∗

内容提要 传统的利益诱导政治研究忽略了国家机构自身固有

的意识形态影响,安全政策是不同部门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相协调

的产物.在美国太空安全决策的利益传递过程中,美国的太空商业

联盟、国防联盟、太空科学联盟等社会力量,通过党派政治、选举政

治、游说政治和公众政治等利益诱导过程,将利益诉求渗透到美国的

海陆空军部、国家侦察局、国家航空航天局和国会等国家机构中.在

部门利益和意识形态影响下,美国的这些国家机构通过决策咨询等

将价值诉求传至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太空委员会、国家科学技

术委员会等最高决策机构.涉太空利益传递使得美国“战略防御倡

议”逐步偏离预定轨道,项目效益难以乐观评估.

关键词 地区与国别政治 美国 太空安全 决策过程 利益

诱导 价值传导 “战略与防御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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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太空安全(nationalsecurityspace)概念基本和军事太空概念重叠,但

更加强调太空活动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近年来,美国的太空安全制度频现重

大改革举措.２０１７年６月,美国总统特朗普重启停摆２０余年的国家太空委员

会,用以协调太空领域的跨部门协调事宜等,旨在缓解美国太空决策过程中的

机构重叠、权责混乱等问题;２０１９年８月,美国太空司令部正式成立,成为美国

第１１大作战司令部,旨在强化太空作战指挥的军种联合能力;２０１９年１２月,

美国第六大军种太空军成立,负责太空作战等事务,暂时缓解了美国海陆空各

军种几十年以来在太空领域的恶性竞争.上述改革举措在美国国内有几十年

的争论历史,囿于官僚政治和组织利益冲突等难以落实,最终由特朗普任内推

行.美国政府针对太空安全制度的改革措施,将重整太空安全领域内的官僚

角色以及利益攸关方的互动形式,将对太空安全政策产生实质性影响.拜登

执政后,美国太空安全领域内的制度改革基本延续了特朗普政府时期的议程.

安全政策是不同部门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相协调的产物,把握政策制定

过程中的攸关方,有助于理解安全政策的内容和趋势.美国的太空制度所涉

机构庞大、设计精密、参与方众多,不同的社会力量和国家机构将集团利益和

部门意志嵌入到决策过程中,最终使得美国太空政策利益指向多元,“北极星”

导弹项目、分导式多弹头,以及“雷神”系列运载火箭等项目曾是各方利益博弈

后的产物.在研究美国的太空安全政策时,除了关注政策的具体内容和可能

的国内国际影响外,研究影响政策制定的因素也非常重要.本文将从美国国

内视角出发,利用美国相关解密档案、媒体报道和研究成果等,通过梳理美国

涉太空安全行为体的利益传递过程,并以“战略防御倡议”的决策过程为案例

强化呈现利益传递过程,探求影响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国内政治因素,从而理

解美国太空安全政策产生的内在机制.

一、安全政策研究的国内视角

安全政策介于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之间,兼有二者特性.安全政策的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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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在于保障国家安全,保护国家利益免受威胁或者危害.① 与国内政策相比,

安全政策同样关注国家利益,并且关注最根本的安全需求,但它是一种基于

外部威胁和挑战的反应政策,又有对外政策的部分属性;与对外政策相比,

安全政策立足于外部威胁和挑战,政策目标也指向外部环境,其内容还是属

于国内行为体之间的互动规范,但对外政策是国家对外行为规范的总和.

因此,在研究国家的安全政策时,不能仅仅以内政、外交的分野而将其绝对

化,而应当综合来考察.根据安全政策的上述特性,太空安全政策作为国家

安全政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分析方法应当兼具内外特性.从其定义出

发,向外应当考虑到外部威胁和挑战对政策的影响,向内应当考虑到国内社

会的影响.

因为安全政策的目的在于防范外部威胁和挑战,所以,安全政策的分析在

一定程度上也可运用外交政策分析的方法.外交政策分析,即从国内政治视

角出发研究外交政策起源、性质和影响等内容,是国际关系理论当中一个重要

的研究视角.早期外交政策分析主要关注国内文化、机构、决策和心理学内

容,与比较政治学和公共政策比较靠近.在这类研究中,曾任乔治华盛顿大

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荣休教授詹姆斯罗西瑙(JamesRosenau)的比较外

交政策研究纳入了国内政治的因素,②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

组织过程理论、③罗伯特杰维斯的心理学分析、④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

奈新自由主义中的相互依赖理论也纳入了国内因素.⑤ 罗西瑙的比较外交政

策研究为外交政策分析提供了大理论,随后外交政策分析多集中在单一案例、

单一国家的中层理论研究.外交政策研究目前集中在三个内容领域:一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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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外交政策决策中的个体和小团体层面的心理因素,二是关注制度决策过程

中的变异,三是关注精英—大众关系.① 有关决策过程对政策内容的影响,目

前已经较成熟的研究体系是从小集团决策、官僚政治和组织过程等维度

出发.②

太空安全政策是安全政策领域的具体分支议题,其重要性随着国际安全

议题的外延与日俱增,国内外学界的相关研究逐步延伸、深入.学界有关太空

安全的研究集中在这几类:从国家间关系角度探讨主要国家在太空安全领域

的合作与竞争、③国别太空安全行动、④太空安全中的政治分析以及太空安全管

理制度等.⑤ 对于太空安全非技术领域的研究,美国国内学术界、军队和政府

的相关公开成果已经汗牛充栋.中国学界针对太空安全议题的非技术性公开

研究,在近十余年内发展较快,主要集中在国别的太空安全战略、具体的太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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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alerieM．Hudson,“ForeignPolicyAnalysis:ActorＧSpecificTheoryandtheGroundofInternaＧ
tionalRelations,”ForeignPolicyAnalysis,Vol．１,No．１,２００５,pp１Ｇ３０．

张清敏:«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国际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１期,第３９—４５页.
WalterA．McDougall,TheHeavensandtheEarth:APoliticalHistoryoftheSpaceAge,First

Edition,New York:BasicBooks,１９８５;EverettC．Dolman,Astropolitik:ClassicalGeopoliticsinthe
SpaceAge,FirstEdition,London:Routledge,２００１;BarryD．Watts,TheMilitaryUseofSpace:ADiagＧ
nosticAssessment,Washington,D．C．:CenterforStrategicandBudgetaryAssessments,２００１．

主要研究对象是美国.例如,关于美国冷战期间太空安全发展的梳理可参见 NationalSecurityArＧ
chive,USMilitaryUsesofSpace,１９４５Ｇ１９９１:GuideandIndex,Washington,D．C．:ChadwyckHealey,

Inc．,１９９１;以反卫星武器为案例,探讨美国冷战时期的太空安全政策的研究,可参见 PaulB．Stares,The
MilitarizationofSpace:U．S．Policy,１９４５Ｇ１９８４,FirstEdition,Ithaca:NCROL,１９８５;从军种视角分析

美国的太空安全行动的研究可参见CurtisPeeblesandUnitedStatesAirForce,HighFrontier:TheU．S．
AirForceandtheMilitarySpaceProgram,WashingtonD．C．:ALCBooks,２０１５．DavidN．Spires,BeＧ
yondHorizons:A HalfCenturyofAirForceSpaceLeadership,FirstEdition,U．S．AirForceSpace
Command,１９９７;也有一些比较研究,参见PaulStares,“U．S．andSovietMilitarySpacePrograms:AComＧ
parativeAssessment,”Daedalus,Vol．１１４,No．２,１９８５,pp１２７Ｇ１４５.

在政治分析中,通常讨论的是太空安全发展中的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内涵,参见 EligarSadeh,ed．,

SpacePoliticsandPolicy:AnEvolutionaryPerspective,Dordrecht:Springer,２００３;EligarSadeh,ed．,

ThePoliticsofSpace:ASurvey,FirstEdition,London:Routledge,２０１４;太空安全制度的研究,如有关太

空安全组织文化,参见 Kevin McLaughlin,MilitarySpaceCulture,CommissiontoAssessUnitedStates
NationalSecuritySpace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２００１;有关美国太空安全管理制度的历史可参见:

JoshuaBoehmandCraigBaker,AHistoryofUSNationalSecuritySpace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

CommissiontoAssessUnitedStatesNationalSecuritySpace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２００１;CommisＧ
siontoAssessUnitedStatesNationalSecurityandSpace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ReportoftheComＧ
missiontoAssessUnitedStatesNationalSecuritySpaceManagementandOrganization,U．S．Department
ofDefense,Jan．１１,２００１.



安全项目、国际太空实践等内容,研究对象集中在美国,较之海外的研究视角

更加宏观、跟踪性质更强.

从国内政治视角分析美国的太空安全政策的起源,国外已有一些研究成

果,但国内尚乏此类研究.对于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国内起源研究,国外的学

术成果基本集中在这两类:一是主体研究,即探讨影响太空安全政策的主体,

如总统、国会和利益集团等;①二是机制研究,即不同主体影响太空安全政策的

过程和机制,如官僚政治、游说制度等.② 这些研究多以特定的案例为出发点,

在案例分析的过程中总结经验和规律,角度微观,细节丰富,启发性较强.目

前,中国国内有少量从国内政治角度分析美国太空政策的研究,③相关研究

缺乏.

同时,这类研究也存在一些相似的短板.首先,既有的研究成果多理论

化地讨论了影响主体以及影响机制,但针对影响结果讨论较少.诸多研究

成果关注国内政治因素影响政策的机制,大多零散地讨论出具体的案例结

果,缺乏理论化概括;其次,既有研究缺乏纳入多层次因素的机制研究.大

多数既有研究要么从单一因素出发,讨论其对太空安全政策的影响方面;要

么从机制出发,讨论特定因素对太空安全政策的影响过程,而探讨的机制可

能又不具备普遍性.太空安全是一个涉及领域广泛、专业性强、利益诱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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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以分导式多弹头项目为案例,反对单一视角且认为科技水平、战略偏好和外部威胁共同影响

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研究,参见 TedGreenwood,MakingtheMIRV:AStudyofDefenseDecisionMakＧ
ing,Cambridge:BallingerPub．Co,１９７５;认为国防部是为了卖武器以实现更大经济利益而推动太空安全

项目的研究可参见:SeymourMelman,PentagonCapitalism:ThePoliticalEconomyofWar,Firstedition,

NewYork:McGrawＧHill,１９７０;分别讨论国会、利益集团和总统等主体对太空安全政策的影响的研究,参
见EligarSadeh,SpacePoliticsandPolicy:AnEvolutionaryPerspective;EligarSadeh,ThePoliticsof
Space:ASurvey.

例如,在官僚政治中,利益攸关机构通过有策略地排除竞争者和审查方的干扰、吸纳国会和高官以

及媒体的支持,最大程度地实现组织利益,这一研究可参见 HarveyM．Sapolsky,ThePolarisSystemDeＧ
velopment:BureaucraticandProgrammaticSuccessinGovernment,FirstEdition,Cambridge:HarvardUＧ
niversityPress,１９７２;认为军种竞争和游说行动是各军种实现组织利益的普遍形式的研究,参见 Michael
H．Armacost,PoliticsofWeaponsInnovation:TheThorＧJupiterControversy,NewYork:ColumbiaUniＧ
versityPress,１９６９;有研究认为,影响机制可概括为“官僚—国会—承包商”利益联盟机制,“铁三角”的目的

是为了增加国防预算,参见 GordonAdams,ThePoliticsofDefenseContracting,FirstEdition,London:

Routledge,１９８１.
樊吉社:«威胁评估、国内政治与冷战后美国的导弹防御政策»,«美国研究»２０００年第３期,第６６—

８８页.



强的议题,在探讨太空安全政策的国内起源时,如果研究能同时考虑多因

素,提出的机制更具普遍性和灵活性,从经验再到案例而不是从案例到经验

的分析模式,可能更有助于全面地把握美国太空安全政策存在逻辑.本文

将尝试归纳多因素影响下的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生成机制,并通过案例再

度演绎此机制.

二、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利益传递过程

从美国国内政治出发,根据利益传递的方向将美国太空安全的决策过程

概括为“三个主体、两个环节”.参与美国太空安全决策的主体可以归纳为“社

会力量”“国家机构”和“决策圈”三大类,而利益诱导和价值传导是连接这三个

主体的机制.同时,在社会力量和最高决策圈之间还存在着非常规渠道,社会

力量通过私人关系等非正式渠道绕过国家机构,①对最高决策圈直接产生影

响.② 具体利益传递过程可见下图:

图　安全政策决策的利益传递过程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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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规渠道影响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通过社会力量与最高决策层内成员的私人联系,二是通过最

高层召开的行业性咨询会.
JeffFoust,“SpaceXandLockheedCEOsMeetwithDonaldTrump,”SpaceNews．Com,Jan．２４,

２０１７,https://spacenews．com/elonＧmuskＧmeetsＧwithＧdonaldＧtrump/,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３０．



(一)社会力量对国家机构的利益诱导

在第一环节,社会力量通过利益诱导机制对国家机构施加影响.美国的

基本社会力量指的是商界、军工、高科技企业、工会、宗教等团体,如果这些团

体没有 对 政 策 进 行 主 动 影 响,那 么,他 们 就 定 义 为 “利 益 集 团”(interest

group);①如果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参与到政治过程并影响政府决策,那他们就

变成了“倡议联盟”(advocacycoalition).② 本文中的利益诱导,是指特定社会

团体通过社会资源分配或奖惩赏罚等手段,诱导国家机构接受其特定价值主

张和利益需求,并在实际行动中为其利益诉求或者意识形态提供便利.这里

的倡议主体多样,既有多金的商界或军工集团等,也有以不同信念或价值观为

标签的知识界、公共组织等.因此,本文的利益诱导手段,既有商界企业通过

政治献金等较为实质的硬手段,也有业界或者普通民众的舆论、选票等软手

段,是一个比较中性的概念.③

具体的利益诱导过程体现在美国的党派政治、选举政治、游说政治和公

众政治等政治运作过程.首先,国家机构本身就带有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利

益诉求,因为国家机构的产生是政府分工的结果,是特定社会力量的政府代

理人.例如,商务部是国家商业利益团体的代理人,而国防部是国防力量的

代理人.因为这种社会分工推动下的代理人制度还是比较粗糙、广义的利

益代表形态,国家机构的利益代表只具有公共性,但随着社会分工不断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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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利益集团”泛指“为了一致目标或利益而共同行动的群体”,参见〔美〕罗伯特A．达尔:«论
民主»,李风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版,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倡议联盟”(advocacycoalition)最早由原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环境科学与政策系荣休教授保

罗萨巴蒂尔(PaulSabatier)和美国俄克拉荷马大学教授汉克詹金斯—史密斯(HankJenkinsＧSmith)系
统性提出,意指“共享特定信念,通过功能性途径协调彼此,以向政府部门提请议事并影响政府决策过程”.
“advocacycoalition”可译为“游说联盟”“倡议联盟”或“吁请联盟”等,也有学者采用“社会联盟”的译法,本文

统一采用“倡议联盟”的译法.有关“advocacycoalition”的定义及其他内容,参见PaulA．SabatierandHank
C．JenkinsＧSmith,PolicyChangeandLearning:AnAdvocacyCoalitionApproach,Boulder:Westview
Press,１９９３;中译本参见〔美〕保罗萨巴蒂尔,汉克詹金斯—史密斯:«政策变迁与学习:一种倡议联盟途

径»,邓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版.
“利益诱导”这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不同定义.在国际政治研究中,日本学界对“利益诱导”这一现

象讨论较多,但基本将该概念等同于“政治分肥”(porkbarrel),或近似于“政治庇护主义”(politicalclienＧ
telism),多有贬义.中国有学者将该术语引入,参见王广涛:«军工利益集团与日本的安全政策:兼论安倍政

权下的军工利益诱导政治»,«世界经济与政治»２０１７年第１２期,第２６—４７页.



化,利益集团也不断细化增多,一些强势的社会力量集团需要政府额外的照

顾才能实现自身的利益诉求,所以,就有了通过政治过程进行利益诱导的

方式.

党派政治中的利益诱导发生在特定倡议联盟影响党派价值取向的过程

中,而党派会进一步影响政府候选人;选举政治指的是不同政府受特定倡议

联盟支持上台后,其政策偏好将与特定倡议联盟取向靠拢;游说政治发生在

国会中,主要指的是倡议联盟对国会及其议员的影响;公众政治指的是倡议

联盟通过媒体舆论等对国家机构的行为进行诱导.因国内外学界已经较多

地讨论美国政治过程,且与美国太空安全领域的政治过程基本无异,本文不

再过多进行阐述,而是将主要关注美国太空安全领域内有影响的社会力量

构成.

美国涉太空安全的社会力量组成倡议联盟,通过利益诱导对国家机构和

政策发挥影响.通常在太空政策制定背后,有多类型的倡议联盟扮演着非常

重要的角色,如太空商业联盟、国防联盟、人道主义联盟、太空科学联盟.① 太

空商业联盟主要关注太空发展的商业利益,将太空视作一个可盈利的的投资

之地,包括商业太空企业及其在商务部、交通部和国家航空太空局的支持者.

商业联盟也与美国国会两院中的各类专业性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国防联盟

首要关注国家安全,主要由国防部、与国防部有合同往来的相关方(如波音公

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等)构成,他们获得参议院军

事事务委员会和主要保守派组织和个人的支持.人道主义联盟关注太空领域

的人道主义问题和太空项目对社会的造福能力,主要由国家航空太空局、民间

专业组织(如美国航空太空学协会、美国太空学社会、国际太空联合会)等组

成,政府内的支持者分布在各机构.太空科学联盟包括企业、学界和政府内研

究人员,与人道主义联盟等保持着密切联系,通过游说国会来为更多的太空项

目争取更多的经费支持.这些倡议联盟通过党派政治、游说政治、选举政治和

公众政治等政治运作方式对国家进行利益诱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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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家机构对最高决策圈的价值传导

在第二环节,国家机构通过价值传导机制对最高决策圈施加影响.价值

传导机制包含三个内容:权威塑造、信息供应和价值吸收.国家机构和最高决

策层都同属于国家公共服务部门,不是简单的利益交换关系,而是掺杂部门价

值文化互动、一种更加具备公共性的关系,因此,不能以利益诱导来概括二者

之间的互动模式.此外,由于国家机构是为最高决策层提供服务的角色,国家

机构通过这一角色将本部门的价值取向和利益诉求传导至最高决策层中,由

最高决策层来平衡政策领域内的不同利益诉求,本文将这一过程概括为“价值

传导”机制.

１传导机制.权威塑造,即各相关组织机构在某一领域制度框架中争

取重要地位,以便参与国家政策制定的过程.权威是从外部影响个人和组

织行为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存在于主导和被主导关系中影响决策和他人

行为的权力.马克思韦伯在权威理论中,将权威划分为三种不同的形式:

传统权威,来自于传统的习惯、经验和祖训等;超人权威,来源于领导者个人

的魅力,包括其性格、品质、学识和能力等方面;法理权威,来源于成员对法

律制度、条约规范的尊重、遵从和信仰.① 这种权威的定义原本是运用在组

织内的领导人,但如果把某一领域内所有参与决策的国家机构看作一个组

织,各机构看作一个个体,也能形成一种权威塑造的过程:若干组织通过自

身专业性或者传统习惯,争取领域内的权威话语权,让本组织在决策中发挥

更大影响力.美国太空安全自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发展开始,从空军主导到海陆

空三军竞争,到国家航空航天局参与,再到军事—商业—民用太空互动,再到

太空军正式成立并主持太空安全发展,不同机构竞相在太空安全领域塑造

并强化各自的角色,成为国家政策制定的依赖对象,以此获得更多的认可和

资源.

信息供应,即组织机构通过提供与决策有关的情报信息,影响政府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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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的信息接收的过程.在国家机构塑造权威并争取到领域内的话语权后,

关键机构可以获得向最高决策层提供咨询建议的机会,以向最高决策者传

达包含自身利益诉求的信息.美国政治科学家赫伯特西蒙(HerbertSiＧ

mon)将组织中的信息分为两类:价值类信息和事实类信息.价值类信息包

括目标、道德和法律限制,而事实类信息则是与决策及其环境有关的知识和

信息要素.① 在实际情况中,被组合的信息往往同时带有“事实”和“价值”两

种特性,决策者接受的信息群既有描述型的知识类信息,也有信息提供者的

价值意图.决策参与者为了让决策层能够产生足够的价值共鸣,会向决策

层内输入预设好的信息、价值观和利益目标,促使决策层产生类似的价值偏

好和利益期望.② 太空安全是一个专业性、技术性强的领域,决策者的决策

过程需要很大程度上依赖参与者提供的信息.信息提供者的选择,将影响

决策者克服个人能力、知识和认知等缺陷的程度,以及是否能做出科学、平

衡的决策结果.

价值吸收即相关国家机构在权威塑造和信息供应的基础上,将本组织的

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传导至最高层的过程.它包含两个步骤:一是输出环

节,主要组织通过利益博弈,将本部门的利益和价值诉求置于政策设计中更

优先的位置;二是输出环节,最高决策者甄别错综复杂的信息并做出最后的

选择.在输出环节,军事部门、情报部门、民用部门和国会是美国太空安全

领域重要的参与者,不同部门拥有各自的组织文化和利益追求.美国涉太

空事务的最高决策层成员,基本上来源于军事安全、文官政府、民用机构这

几类,加上国会在外部的制衡作用,基本可以厘清决策过程中的几对主要互

动关系.本文将这些关系具体归纳为军种竞争、军政互动和府会关系,它们

是太空安全领域内重要的价值博弈关系,影响着太空安全战略和政策的

走向.

进入到输入环节,所有的事实和价值信息都流向最终的决策者———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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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组织将各自价值和利益诉求输送至最高决策层后,作为最高决策者,总统

需要在错综复杂的信息中甄别并做出最后的选择.总统的个人能力、经历和

偏好等将对决策结果产生较大影响.总统如果对太空安全项目兴趣越大,那

么,政府支持太空行动的力度也会越大,但这一假设的前提是行政机构能够较

大程度地支配立法机关.例如,总统对太空行动的热情推动了“登月计划”和

“战略防御倡议”的实施.①

２权威塑造与信息供应:国家机构和最高决策圈的构成.美国太空安全

起源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经历了由单一部门执掌到多部门共同发展再到最后统

一协调的过程,这一变化既体现了太空技术发展导致的领域扩散和职能细化,

也侧面反映了美国太空安全管理体制所经历的职能混乱局面.尽管制度天然

存在惰性和路径依赖,②但由于美国的太空事业起步较早,经历不断的修补后,

美国的太空安全制度形成了总统协调、太空军领导、其他部门协调配合的局

面.美国的涉太空部门总体由最高决策层、军事部门、情报部门、民用部门和

国会构成.

军事部门是美国太空安全政策最重要的参与机构,主要包括国防部长及

其办公室、各作战司令部,以及海陆空各军种及其下属的太空事务相关部门

等.国防部长及部长办公室协调军事部门的太空安全行动,是美国太空安全

制度变迁中稳定性最高的部门之一.目前,美军作战部队中有１１个司令部.

２０１９年,太空司令部成立,协调军事太空的作战事务.美国各军种都在国防部

长的指挥下开展具体的太空项目,将国防部的太空政策与各自的太空能力和

行动保持协调,空军部下属的太空军是军队太空行动的主要管理和行动

部门.③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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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报领域,国家侦察局、国防情报局、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和国家安全

局/中央安全处是直接的太空情报参与者.在民用机构中,影响最大的机构是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此外,在美国权力制衡框架内,国会对美国的太空安全

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力.国会对美国涉太空安全的立法、政策、项目和预算都

有权力进行审议和表决,下属的众议院和参议院军事事务委员会、众议院和参

议院拨款委员会、参议院情报特别委员会众议院常设情报特别委员会在太空

领域有重要的影响.

在美国太空安全决策中,最高决策层的成员构成是影响决策者信息接收

的重要因素.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太空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

白宫国家科学技术办公室和国务院在内的决策咨询部门是重要的信息供应单

位.美国总统是法定意义上的最高决策者,并通过国家安全战略、总统令、总

统审查令等下达有关太空安全的政策指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法定成员由总

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等构成,每届政府成员会有些许不同.特朗普

任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要构成人员有: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财政部部

长、国防部部长、能源部部长、司法部部长、国土安全部部长、美国驻联合国代

表、国际开发署署长、总统幕僚长、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家情报体总长等.①

国家太空委员会是专门协调跨部门太空事务的咨询决策机构,１９５８年成立

后历经两次停摆和重启,２０１７年由特朗普总统再度重启.② 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是负责处理国家太空政策有关的事务的主要平台,协助总统协调科学、

航天和技术发展,以及不同科研机构的合作.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为国家

技术委员会提供与国家安全有关的科技政策咨询服务,与国家科学技术委

员会共同为总统起草总统行政令、审查令等,并指导其他相关机构的具体

工作.

３价值吸收:不同部门的涉太空价值博弈关系.军种竞争、军政互动和府

会关系是太空安全领域重要的互动关系,与总统的个人决策偏好一起,共同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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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这一过程中的价值博弈.首先,军种竞争影响着美国太空安全的发展方向

和重点.美国陆军、海军和空军拥有各自的军队文化和传统,三军分而治之不

过才７０余年历史,军种差异造就了不同的价值偏好.各军种不同的利益目标

会影响军事太空项目的实际走向,固化的军种矛盾也会对太空安全政策的制

定、执行产生消极影响.在美国的太空安全领域,空军几乎是主导力量.尽管

官方军事条规要求实现空天一体的联合军种合作,但是,空军在太空安全领域

并不重视其他两个军种的角色,并不乐意为其他军种提供太空支持.空军将

太空安全视作提升本军种地位的重要途径,希望通过对太空领域的技术、能力

等的垄断来加固其国防地位.① 这是因为,美国空军曾隶属于陆军,而空军用

了３０多年才摆脱陆军的控制.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空军在新型航空航天技

术管辖权问题上面临诸多挑战,大部分都以失利告终.空军不得不与海军和

陆军共享弹道导弹,与民用部门、海军等共享通信和侦察卫星,与中央情报局、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等共享无人机.② 空军脱离陆军后不久,陆军就开始大力

发展自己的太空力量.当空军在某些领域获得了一定的专控权后,如远程

空运和卫星管理等,最后还是要在自己没有完全控制权的条件下,运用空军

力量去支援其他军种,导致参与支持任务的空军的军种排序较低.③ 这种竞

争心态将导致海军、陆军和空军在太空联合开发和作战的矛盾与不平衡.

各军种之前在是否以及如何成立太空军上争议较大,反映了各军种在争取

太空主导权问题上的矛盾.美国«２０２０年国防授权法案»设立了隶属于空军

部的太空军,从法律上确定了空军在太空安全上的领导地位,终结了这一历

史争论.

其次,军政互动也是影响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重要变量,国防部和国家航

空航天局的互动是太空领域内军政关系的的缩影.美国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

天局的合作历史伴随着合作与竞争,承载着军事、民用航天在利益、目标和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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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层面的博弈和妥协.尽管国防部和国家航空航天局在政府推动下,在太

空安全领域实现了多层次的合作,但是,由于设立的利益目标不同,两个组织

间的价值选择和认同也存在差异.国防部和美国航空航天局在一些方面合作

不畅,这种矛盾在美国空军和国家航空航天局之间体现得尤其明显.国家航

空航天局成立之前,美国空军怀有征服太空的野心,但航空航天局成立之后分

出去了部分原本属于空军的太空开发项目,令空军对于航空航天局的情绪颇

为复杂.例如,在动力滑翔飞行器(又称４６４L武器系统)的研发合作中,空军

关注的是这个项目的战略轰炸能力,并期望在这个项目当中起主导作用;而当

时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前身———国家航天咨询委员会则注重这个项目可能存在

的民用功能.面对双方在合作目的上的差异,总统及其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

员深知空军在太空领域的野心,并形容“几个空军领导人把航天开发变成军

事目的的行动,简直是在嘲笑我们纯粹的太空理想”.①

作为权力制衡一方,国会对太空安全政策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国会在航

天领域的价值取向是非常复杂的.在国会内有追求国家安全利益的团体,

有强调人类命运的团体,有注重科学发展的团体,有关注民生福祉的团体.

但是,作为三权分立一角,国会有一个明显的利益目标,就是对影响力的追

求,即强调国会应当在相关的事务中发挥必要的作用,而不能被无视.尤其

是在太空发展这种既关乎国家安全,又关乎民生福祉的议题上,国会更需要

发挥必要的影响力,保证相关项目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例如,根据档案显

示,１９８２年,当时由民主党占大多数的国会反对将太空政策的管辖权移至国

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决策通常因安全考虑不对外公开,这种权

力的移交意味着太空决策将不得不以秘密形式进行,国会就无权针对相关

议题召开听证会,无法质询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到１９８７年,国会尝试通过

立法重启一个独立的太空委员会,并试图通过提名太空委员会的行政官员

来间接强制相关官员参与国会质询,但里根总统否决了这部立法.此后,国

会和政府之间有关设立太空委员会的博弈持续进行,到１９８９年国家太空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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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终于得以正式重启,白宫迫于国会压力而最终做出妥协.①

分析不同总统任内的太空政策影响因素时,总统对太空发展的兴趣和偏

好会对太空安全政策产生影响.总统个人在太空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

财政和政治资源上会予以不同程度的支持力度,产生不同的政策效果.在太

空安全领域,约翰逊、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以及特朗普,对太空安全项目兴

趣最甚;而卡特和福特总统兴趣最弱,艾森豪威尔、尼克松、肯尼迪、奥巴马居

于中间位置.肯尼迪在任内大力推动阿波罗项目,并且竭其能力调动财政和

政治资源.尼克松总统在提出航天飞机建设项目的倡议后,就不再处理项目

的具体细节,而是将具体工作丢给了国会及其政府官员,也没有给予国家航空

航天局足够的支持.② 总统有效制定和实施太空政策的关键在于能否给予有

效指导和充足的资源支持,③但是,如果仅从总统的个人偏好溯源一届政府

的太空安全政策会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仅从总统的个人偏好来观察,这种

单一视角功能有限,党派政治、意识形态、利益集团等也是重要的影响变量.

三、案例分析:美国“战略防御倡议”的决策过程

本文所提出的利益传递过程包含两种渠道:一是非常规渠道,即社会力量

绕过国家机构,直接对最高决策圈产生影响;二是常规渠道,即社会力量通过

国家机构影响最高决策.目前所披露的信息表明,里根政府时期的“战略防御

倡议”(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简称SDI,又称“星球大战”计划)决策过程

在这两个渠道均有典型体现.在非常规渠道方面,以美国理论物理学家爱德

华泰勒(EdwardTeller)为代表的一些热衷反弹道导弹防御的个人通过直接

游说里根总统,使得里根在没有相关政府委员会评估的情况下,绕过政府组织

１０１

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生成机制探究:基于利益传递的视角

①

②

③

JohnM．Logsdon,“EmergingDomesticStructures:OrganizingthePresidencyforSpacePower,”
inCharlesD．Lutes,etal．,TowardaTheoryofSpacepower:SelectedEssays,Washington,D．C．:NaＧ
tionalDefenseUniversitypublication,２００９．

RogerHandberg,“TheMythofPresidentialAttentiontoSpacePolicy,”TechnologyinSociety,
Vol．１７,No．４,Jan．１９９５,pp３３７Ｇ３４８．

JamesA．Vedda,“EvolutionofExecutiveBranchSpacePolicyMaking,”pp１７７Ｇ１９２．



直接向公众宣布“战略防御倡议”,形成“社会力量—最高决策层”利益传递模

式.在常规渠道方面,最高层提出“战略防御倡议”后,安排专门的组织负责落

实这一计划,在这一过程中又形成了“社会力量—国家机构—最高决策层”互

动模式.

该案例将具体呈现社会力量、国家机构和最高决策层完成利益传递的过

程,并从利益传递角度来解释以下问题:第一,为什么此前国防部并不支持的

战略防御方案,会被里根总统高调推动? 第二,在“战略防御倡议”提出后,之

前对此计划态度消极的国防部等机构会积极响应,使之逐步进入高潮阶段?

第三,从蓝图走向现实的“战略防御倡议”,为何之后的呈现形式却与里根总统

最初设想的内容有较大出入?

(一)非常规渠道:里根的个人推动

里根在执政期间依赖非正式的决策形式,致使白宫的正式顾问系统失能.

里根偏好松散、非正式、孤立的国家安全决策模式,喜欢制定比较宏大的图景,

而把细节问题丢给与自己观念一致的核心小组.① 太空政策专业性较强且涉

及领域较多,难以仅通过总统及其内阁决定,需要交由给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委

员会评估讨论,太空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通常充当这样的重要角色.然

而,里根在任内却并不倾向于使用太空委员会等常设机构,因为它们的职能目

标是固定的,不具备足够的灵活性.里根在第一届总统任期内建立了一个任

务小组,绕过太空委员会进行决策;在其第二任期开始后提议将太空委员会并

入总统行政办公室内,以变相弱化它的决策咨询作用,后来因协作问题干脆将

太空委员会废除.在里根总统两届任期内,太空政策的协调由太空高级跨机

构小组完成,遴选的成员都以是否符合自己政见为标准.这个类似国家太空

委员会的小组,正式成员包括国防部副部长、副国务卿、商务部副部长、参谋长

联席会主席、军备控制和裁军署主任、国家航空航天局首席执行官.在这个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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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小组内,只有商务部副部长和国家航空航天局执行官来自涉太空的民用

机构,因此,他们的意见很容易被其他来自国家安全部门的代表否决.在这

种决策模式下,里根总统的信息来源多为国家安全体系内的信息,加之此阶

段国会的介入能力减弱,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里根总统“星球大战”式太空

政策.

与常规的太空决策方式相比,“战略防御倡议”产生于一个异常的决策过

程.按照决策流程,美国的军事太空政策一般是在相关人员提出方案后,呈

交给国防部评估,再经国防部提交给以总统为核心的最高决策圈.然而,

“战略防御倡议”却通过非常规渠道提出:相关人员直接将意见呈递至总统

个人,而总 统 个 人 在 做 好 决 策 后,便 利 用 自 己 的 影 响 由 上 而 下 推 动 政 策

落实.

在相关人员的游说影响下,里根总统提出“战略防御倡议”.里根总统曾

公开表示,“战略防御倡议”由其本人构思而成,此前没有人提出过该倡议.①

但实际上,得益于说客们的建议,里根总统只是发挥了决策作用.从里根就任

总统前开始,一些积极的太空防御支持者就对里根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１９７９年,里根竞选时访问了位于科罗拉多州夏延山的北美防空司令部,在

了解到美国的军事系统难以有效防范核危机,就有了强化本土导弹防御的想

法.② 退役中将丹尼尔格雷厄姆(DanielO．Graham)在里根竞选时担任其

军事顾问,这位太空防御的狂热支持者曾积极地向政府宣传自己的战略防御

思想.格雷厄姆早在苏联之前就公开支持军队“占领太空高地”,并于１９８１年

创立“高边疆”组织(HighFrontier),致力于支持美国通过“末端防御”来维持

对苏联的军事优势.③ 此外,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前主任爱德华泰

勒是战略防御的积极支持者,对里根也有直接影响.在里根还是加利福尼亚

州州长的时候,泰勒就带他参观了自己的实验室,之后还多次与里根及其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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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策圈成员讨论战略防御事宜.① 此外,共和党保守分子马尔科姆沃洛普

(Malcom Wallop)也是空基导弹防御的积极支持者,曾将自己撰写的«导弹防

御的机遇与优势»寄给里根,这篇文章后来发表在«战略评论»杂志上.②

面对“战略防御倡议”可能在国内引起的强烈反对,里根通过特别的决策

过程启动该项目.１９８２年,尽管当时国会内有少数议员鼓吹太空武器,但众

议院还是否决了国防部研发反弹道导弹的预算计划,并且呼吁里根总统禁

止太空武器研发,参议院也有类似的决议.此前,因为担心冲击现有项目以

及可行性问题,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局及国防部高层都反对过高边疆组

织建设全球弹道导弹防御的提议.鉴于当时的行政系统和国会都有可能不

支持“战略防御倡议”,里根采取了异常的决策方式.此次有关“战略防御倡

议”的决策主要依赖于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和里根信赖的科学家,而不是自

己正式的内阁成员或者核心行政部门.③ 里根对于“战略防御倡议”的设想

来源于其与相关人员的私人联结,在做出个人决定后又没有按照既定程序

将“战略防御倡议”提交至专业委员会评估审议,没有告知首席科学顾问等

其他关键官员,而是和自己的小团队秘密商定了此计划及“星球大战”演讲

内容,并通过演讲与公众直接对话以获取更多支持,由上而下地启动了该

计划.④ 里根总统发表演说后,才启动了专业委员会来评估项目的技术指

标,⑤但由于总统已经做了决策,委员会只能在指挥棒下开展缺乏中立性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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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评估.

以鼓吹太空防御的支持者为代表的社会力量通过权威塑造、信息供应和

价值吸收等,与里根直接接触,使其也成为了他们中的一员.里根所接触的这

些战略防御支持者几乎都是在各自领域的权威代表人物,有相当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总统与这些人的直接接触,相当是赋予了他们直接供应信息给高层

的渠道,在互动过程中逐渐被他们的价值观念影响,也逐步发展成了积极支持

战略防御派的一员.

(二)常规决策:利益与价值诉求竞相传递

里根总统首先从宏观上为“战略防御倡议”制定蓝图,随后设立专门机构

来落实政策,专门机构成为这一阶段事实上的最高决策者,利益传递同样也发

生在这一过程之中.总统为了大力推动项目发展,为“战略防御倡议”拨付了

大量财政预算:第一个五年将为项目投入２６０亿美元,总系统将耗费１万亿美

元,而此前的“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也才分别耗费１３０亿和５７０亿美

元.① 对于高预算的大型军事项目,官僚和组织的影响会加大,使得决策过程

和结果不可避免地带有根深蒂固的利益偏好.②

１利益诱导环节.在利益诱导环节,社会力量通过利益诱导机制对国家

机构施加影响,形成了战略防御领域的“倡议联盟”.“战略防御倡议”早先是

由军官、科学家和政治家等组成的一个非常小的联盟推动的,主要推动方是洛

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和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以及以高边疆组

织为代表的民间组织,其他支持力量分散在工业界、政府和有关智库.面对

“战略防御倡议”,当时美国国内有两派声音:一是反对派,二是支持派.大多

数自由主义者反对启动大规模的反导研究,认为苏联使用导弹攻击美国的可

能性低,战略防御研发只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军备竞赛.反对派代表为部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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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nsA．Bethe,etal．“BMDTechnologiesandConceptsinthe１９８０s,”Daedalus,Vol．１１４,No．２,
TheMITPress,１９８５,pp５３Ｇ７１．

FranklinA．LongandJudithReppy．“AIntroductionOverview,”TheGenesisofNew Weapons:
DecisionMakingforMilitaryR&D,FirstEdition,PergamonPress,１９８０,p１０．



国高校,以及诸如美国科学家联合会和忧思科学家联盟这样的组织.① 支持

“战略防御倡议”的人往往供职于政府和国家实验室等官方机构,或是与军事

开发有关的企业等,他们认为防御性军事开发能够更好地保护国家,还可以此

向苏联施压,迫使其与美国进行军备控制谈判.此外,对于里根政府来说,“战

略防御倡议”是“一个政治上的妙举”,因为它能利用公众对核武器的焦虑来获

取更多的政治影响力.② 里根总统正式启动“战略防御倡议”后,支持派的力量

变得更加庞大.

议员和选区是社会力量将利益诉求传递至国会的主要途径.在１９８３财

年中,关于太空武器的预算主要流向加利福尼亚州(４５％)、华盛顿州(２２％)、

得克萨斯州(１３％)和阿拉巴马州(１０％)四个州,７７％的预算流向参众两院的

军事委员会和国防拨款次委员会成员所代表的州或地区.③ 国会选区之间存

在一定的竞争性,主要潜在合同方需要将工作地点分散到尽可能多的国会选

区,以持续增加“战略防御倡议”的吸引力和地理分布.例如,当时科罗拉多州

的众议员肯尼斯克莱默(KennethB．Kramer)提出了强化战略防御的法案

«人民保护法案»,④并称其所代表的科罗拉多州为“自由世界的太空首都”.⑤

里根政府对“战略防御倡议”的拨款额度保持着每年约１０％的增长,再加上共

和党执掌参议院,众议院又有保守派民主党支持,民众对于“战略防御倡议”支

持率较高,国会对该计划的限制能力逐渐减弱.

“旋转门”机制是社会力量向国家机构输送利益诉求的另一形式,决策人

和项目形成了千丝万缕的利益联系.美国国防部规定,军官如果在离任两年

内加入了军工企业,需要向国防部报告,１９８５年内大概有３８４２名进入到军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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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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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多数大学反对“战略防御倡议”,他们对项目的参与较少,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斯坦

福大学等都曾公开抵制该项目.但也有少部分大学参与有关的科研项目,并成立了校企联盟.
SanfordLakoffandHerbertF．York,AShieldinSpace?Technology,Politics,andtheStrategic

DefenseInitiative,FirstEdi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１９８９,Chapter１,Section８,pp１Ｇ４８．
WilliamD．HartungandRosyNimroody,The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Costs,Contractors,

andConsequences,CouncilonEconomicPriorities,１９８５,p３３．William HartungandRosy Nimroody,
“‘StarWars’:TheTimetoStopItIsNow,”ChristianScienceMonitor,May１９８５．

KenKramer,H．R．３０７３Ｇ９８thCongress(１９８３Ｇ１９８４):PeopleProtectionAct,Oct．１１,１９８３,htＧ
tps://www．congress．gov/bill/９８thＧcongress/houseＧbill/３０７３,２０２１Ｇ０９Ｇ０５．

DavidE．Sanger,“‘StarWars’IndustryRises,”NewYorkTimes,Nov．１９,１９８５,p１．



企业的离任军官提交了此类报告.① 但调查显示,只有大概３０％的离任军官依

规报告,大部分符合条件的离任军官没有报告,“旋转门”传统默许了这些违规

的存在.② “战略防御倡议”也难以规避“旋转门”的存在.１９８５年,雇佣前国防

部官员最多的十个企业中,有九个是“战略防御倡议”的主要承包商.杰罗尔

德约纳斯(GenoldYonas)是战略防御倡议组织的首任首席科学家及副主

任,在任两年后便担任了“战略防御倡议”重要承包商之一———泰坦公司(Titan

Corporation)的副总裁,而他此前还是积极鼓吹战略防御的桑迪亚国家实验室

的主任.担任里根政府国防部防御系统副次长的约翰加德纳(JohnGardＧ

ner)曾在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McDonnellDouglas)导弹防御系统工作了

２０年,之后担任了战略防御倡议组织主任,并于１９８６年以副总裁的身份又回

到了麦克唐纳—道格拉斯公司.③ 里根总统演说后委任的评估小组也带有很

强的利益驱动:“未来研究战略评估小组”有２４名成员,其中１４名与后来签订

承包合同的企业有联系;“国防科技评估小组”有５４名成员,其中有２９名成员

和“战略防御倡议”的合同方有关.④

社会力量还积极通过其他途径与政府保持密切联系.主管项目的战略防

御倡议组织召开首次机密新闻会议时,私人部门、联邦实验室、政府部门、大学

机构和外国承包商等各方派出了１２００余个代表参加.⑤ 从１９８３年３月到

１９８６年６月,“战略防御倡议”共产生２２１０个合同,牵涉到５１０余家单位,包括

３３１家企业、３８个实验室、６４所大学、６７个政府部分(如国防部、能源部、中央

情报局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以及若干外国单位,覆盖范围广.⑥ 一半以上的

小公司分布在美国陆军战略防御司令部总部所在地阿拉巴马州的亨兹韦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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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GrierandScottArmstrong,“‘RevolvingDoor’SpinswithoutCloseAttention．Movesfrom
PentagontoPrivateSectorOftenGoUnrecorded,”ChristianScienceMonitor,July１１,１９８８．

U．S．GovernmentAccountabilityOffice,DODRevolvingDoor:ManyFormerPersonnelNotReＧ
portingDefenseＧRelatedEmployment,Mar．４,１９８６．

ErikPratt,“SDIContracting:BuildingaStarWarsConstituency,”inGeraldM．Steinberg,ed．,
LostinSpace:TheDomesticPoliticsofthe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Lexington:LexingtonBooks,
１９８８,p１１４．

ErikPratt,“SDIContracting:BuildingaStarWarsConstituency,”Table６Ｇ７．
TimCarrington,“StarWarsPlanSpursDefenseFirmstoVieforBillionsinOrders,”WallStreet

Journal,May２１,１９８５,p１;ErikPratt,“SDIContracting:BuildingaStarWarsConstituency,”p．１１５．
ErikPratt,etal．“SDIContracting:BuildingaStarWarsConstituency,”pp１１４Ｇ１１９．



还有１/３的企业在位于加利福尼亚洛杉矶的空军太空和导弹系统中心附近设

址,方便与政府部门联络.

政府、实验室和企业之间的人员流动建立了复杂的军工关系,客观上影响

军事项目的优先排序和走向.随着利益攸关方的范围不断扩大,不同的利益

诉求以各种方式渗入,项目发展更难以为决策者控制.

２价值传导环节.价值传导环节的主体是国家机构即最高决策圈,经过

上一环节的利益诱导过程,国家机构的利益导向变得更加复杂:既有社会力量

传导上来的利益诉求,又有自身组织的部门利益和意识形态追求,甚至有时使

得自身诉求显得矛盾.当不同国家机构多层次的价值取向传导至决策中心

时,决策方如果没有固定的偏好或者价值追求,容易迷失在这些利益纠葛中,

难以做出稳定而又准确的决策.

面对“战略防御倡议”,国会有自己的选区利益,但同时也有自己的意识

形态追求.在前期,与大力鼓吹“战略防御倡议”的相关行政机关、工业界和

实验室相比,国会是该项目发展的最大的限制因素,主要影响了项目的预算

和部署规模,以及«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规限问题.在里根提出“战略防御倡

议”前,国会内就有议员在积极推销导弹防御系统.例如,马尔科姆沃洛

普参议员在１９７９年就提出过增加导弹防御预算的建议,但由于当时美国已

经和苏联签订了«反弹道导弹条约»,此提议未被采纳.１９８５年２月至６月

期间,国会针对“战略防御倡议”的利弊召开了２３次听证会,并随后免去了国

会认为不必要的预算.① 国会还在«１９８６年国防授权法案»中加入了“尼采标

准”,防止政府过度部署导弹防御系统.② 然而,到了后期,随着“战略防御倡

议”计划年预算持续增长、政府对国会选区承诺建设示范项目后,潜在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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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fordLakoffandHerbertF．York,AShieldinSpace?Technology,Politics,andtheStrategic
DefenseInitiative,pp１Ｇ４８;GeraldM．Steinberg,ed．,LostinSpace:TheDomesticPoliticsoftheStrateＧ
gicDefenseInitiative,Lexington:LexingtonBooks,１９８８,pp９Ｇ１１．

“尼采标准”以里根政府时期的首席军控谈判代表保罗尼采(PaulNitze)的名字命名,指的是导弹

防御系统部署成功的标准,包括(１)能够有效应对导弹攻击;(２)能够在打击中生存下来;(３)具备边际成本

效益.参见 U．S．９９thCongress(１９８５Ｇ１９８６),“S．１１６０．DepartmentofDefenseAuthorizationAct,１９８６,”
Aug．１１,１９８５.



区收入和就业机会也动摇了此前不支持“战略防御倡议”的议员们,议员们

对选区利益的考虑不断增加.① 里根总统在任内善于以国家安全为由规避国

会监督,国会角色在其执政期间角色较弱,对“战略防御倡议”的牵制能力总体

微弱.

在利益和意识形态趋势下,国防部的立场也有变化.在里根总统启动

“战略防御倡议”前,国防部内部就有类似的战略防御建议,出于官僚政治考

虑,国防部不太倾向于过于革命性的创新研究.一是因为新项目会冲击既

有项目的地位.例如,原子能委员会的成立动摇了诸如洛斯阿拉莫斯国

家实验室和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RidgeNationalLaboratory)这类资深核

技术研究机构的传统地位;二是因为会改变既有官僚格局.例如,无人飞机

和导弹的问世改变了传统空军的角色,核潜艇的问世改变了海军既有地位,

新技术突破容易放大军种竞争,改变既有军种实力对比.再加上技术难题、

财政预算限制和美苏«反导条约»的限制,国防部高层一直就没能启动这些

建议项目.然而,里根总统高调宣布启动“战略防御倡议”并承诺高额财政

投入后,国防部内部的意识形态和组织利益获得释放,并与外部力量产生了

错综复杂的利益联系,军商关系达到了美国冷战以来的顶峰.② 国防部做出

的“战略防御倡议”项目预算连年增长,虽然国会审议预算时做出了一定削

减,但最后的财政拨款额依旧庞大:１９８５年,国防部的要求拨款为１７．７８亿

美元,国会实际拨款为１３．９７亿美元;１９８６年国防部要求拨款３７．２亿,实际

拨款为２７．５９亿;１９８７年的要求拨款为４８．０２亿,实际拨款为３２．１３亿.③

由于联邦政府在１９８０年至１９８４年这几年间财政赤字增速惊人,国会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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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５年平衡预算和紧急赤字控制法»,才从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国防部财政预

算的迅猛扩张.

战略防御倡议组织主管经费流向,是项目在这一阶段实际上的“最高决策

者”,项目具体工作则交由其他工作部门开展.战略防御倡议组织是国防部架

构内专门用于统筹“战略防御倡议”发展而创设的协调机构,其地位独立于国

防部其他机构并享有特殊地位.战略防御倡议组织的特殊官僚地位是与“战

略防御倡议”的战略地位是相一致的,它可以绕过很多常规的预算审查,不需

要和国防部内的其他军事项目直接竞争预算,在财政赤字控制行动中享受一

定优待,①此做法的目的是为了使“战略防御倡议”发展免受国防机构意识形态

和利益诉求的影响.

但随着“战略防御倡议”的预算和规模扩大,组织权威频受威胁.战略防

御倡议组织支持的项目,主要是由军队或者高等国防研究计划局具体执行,

但它们都有自己的目标和任务,对战略防御倡议组织的任务执行能力低.

例如,由于经费超支,陆军战略防御司令部打算取消光学传感器研发项目,

但战略防御倡议组织要求陆军继续坚持这一长期计划,两个部门产生矛盾.

此外,战略防御倡议组织决定减少或者终止空军的监视跟踪系统项目,但

是,空军对此置之不理,仍旧扩大此研究项目的规模.陆军和空军在导弹领

域存在长期的军种竞争,不同实验室之间也存在部门竞争,而战略防御倡议

组织并没有解决之前部门不协调的问题.② “战略防御倡议”所涉部门众多,

利益交缠复杂,战略防御倡议组织在这些旋涡中逐渐失去权威,难以发挥协

调作用.战略防御倡议组织长期没有确定战略防御的系统架构,也没有为

全面的战略防御系统进行成本估算,同时还在不断增加预算,使得公众对

“战略防御倡议”的疑虑增多,认为战略防御倡议组织在夸大项目成果来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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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公众舆论.①

(三)决策结果

在不同官僚和组织利益夹击下,战略防御倡议组织并没有起到应尽的协

调作用,执行部门各自为政,逐渐使得“战略防御倡议”的设计偏离预定轨

道.里根总统强调“战略防御倡议”的目的是实现无核化导弹防御,但是,倡

议中有很多与能源部合作的应用核动力研究,如动态同位素动力、空间反应

堆技术等.② 此外,合同方也会经常让政府部门改变项目要求和目标,以适

应自身设计能力,如师级防空炮系统(DivisionAirDefense,DIVAD)和 CＧ５x

系统开发过程中都有合同方以技术为由降低工程标准的情形.③ “战略防御

倡议”也遇到过类似情形:开发重点从应对大规模攻击转向有限保护,防御

标准不断降低,从里根总统最早提出的９９．９％的 全 面 防 御 标 准,降 低 到

３０％,再到最后不超过２００个小规模战略导弹攻击的防御标准;战略方针从

“确保摧毁“变为“确保生存”,再到“确保威慑”;在国会否定第一阶段系统

１００亿美元的年预算请求后,战略防御倡议组织不得不拉长研究时间;整个

计划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分配和边界含糊,确切部署的日期制定

随意等.④ 这些前后矛盾的产生,一方面是因为项目组的人过高估计了技术

挑战和技术难题,但另一方面是因为前期宣传的高目标可以帮他们争取更

多关注和预算支持,实际操作过程也有官僚和组织利益博弈分解了项目的

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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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RobertScheer,“SpateofHighlyPublicizedTests:‘StarWars’:AllＧOutPushtoGainFunding,”
LosAngelesTimes,Dec．２９,１９８５,p１;WilliamJ．Broad,“ScienceShowmanship:A Deep ‘StarWars’
Rift,”TheNewYorkTimes,Dec．１６,１９８５,p１．

ErikPratt,“SDIContracting:BuildingaStarWarsConstituency,”inGeraldM．Steinberg,ed．,
LostinSpace:TheDomesticPoliticsoftheStrategicDefenseInitiative,p１１２．

Ibid．,p１３２．
这里的百分数是以苏联当时４７００枚洲际弹道导弹弹头为基数,参见 DonaldL．Hafner,“AssessＧ

ingthePresidentsVision:TheFletcher,Miller,andHoffmanPanels,”Daedalus,Vol．１１４,No．２,１９８５,

pp９１Ｇ１０７;SanfordLakoffandHerbertF．York,AShieldinSpace?Technology,Politics,andtheStrateＧ
gicDefenseInitiative;黄培康:«“星球大战”计划的产生、调整和转向»,«现代防御技术»１９９４年第２期,第
１—７页.



在“战略防御倡议”制定过程中,不同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不平衡地借机

渗透,导致该项目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战略防御倡议”总体目标由里根总

统为代表的若干精英分子制定,具体形式和方向则受官僚和组织利益影响.

首先,该计划产生于里根总统的非正式决策方式,缺乏了其他应有部门的审查

和监督,导致整个计划有诸多不符合实际之处,也和当时的«反导条约»产生一

定冲突;其次,在具体细节落实过程中,优势部门通过掌握关键话语权,从更有

利的地位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嵌入到决策过程中,使得这个项目成

为美国军工复合体的大狂欢.真正的中立派或反对派没有选择参与项目,而

部分从前的中立派或者反对派在巨额经费的吸引下,成为了新的支持者.“战

略防御倡议”虽然带来了一些客观的科技进步,但也加重了美国的财政负担,

投入和产出难以乐观评估.冷战落幕后,庞大的“战略防御倡议”难以为继.

结　　语

美国的涉太空安全机构的演化是一个由繁入简、由简入繁的过程.首先,

“由繁入简”指的是涉太空安全部门逐步精简,军事太空和民用太空逐步名义

上分家,权责分配由过去的分散混乱到逐步聚拢协调,顶层管理逐步统一;“由

简入繁”指的是随着太空技术发展,太空安全的概念逐步外延,涉太空安全分

工更加细化,涉太空安全的基层和中层单位增多,相关职能更加专业化、精细

化.在这双面发展的过程中,军事部门、情报部门、民用部门和国会逐步明确

自己的核心职能和关键作用机制,成为了美国太空安全领域重要的权威影响

因素.此外,美国的商业太空崛起较快,且与政府合作逐步增多,也将是重要

的影响因素,例如商业太空“三巨头”———波音、洛克希德马丁、诺思罗普

格鲁曼,以及联合发射联盟等.但他们本质属于社会力量,影响作用发生在利

益诱导那一层.

利益传递的视角将涉太空安全的要素和互动过程整合在这个模型中,呈

现了一个全景式的政策制定过程,对于把握影响美国太空安全决策的要素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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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机制有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还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模型概括的是法定和

习惯意义上的流程设置,但是,在漫长历史和具体操作过程中,会有意外和非

常规因素的干扰,这也是值得关注的变量.此外,外部国际因素也是影响美国

太空安全政策的重要方面,因此在考察政策起源时,应当内外因素结合考察.

但整体上,了解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生成机制,把握各环节的影响要素和互动

形态,是国别和议题政策研究的必修课.

３１１

美国太空安全政策的生成机制探究:基于利益传递的视角


